
安徽阜阳南塘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历程 

——古老土地的光明梦想 

 

【南唐合作社简介】 

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是 2007 年 7 月依法注册的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的梦想是每个父

老乡亲都能生活的有微笑、有尊严。 

    合作社现有 400 多户入股社员，覆盖 4 个乡 8 个行政村。合作社下设老年协会、妇女

文艺队、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统购统销项目组、资金互助项目组、小酒坊、沼气工程队等

常设部门。也不定期地承办各种公益项目。 

合作社的发展已有 13 年历史。从 1998 年当地民众反对农民负担过重的个人维权开始，

合作社经过了有组织的维权、2001 年成立农民维权协会、2003 年成立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

演出队、2004 年成立兴农合作社、2008 年承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试点项目等成长阶段，不

仅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发展经验，也积累了广泛的政府、媒体、公益组织等社会资源。 

 

 

一、 南塘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在皖西北的平原上，有一个平静的村庄—南塘村。村里的父老乡亲守着自己的柴米油盐，

体味着谋生的酸甜苦辣，本本分分的生活着。 

时光缓缓流淌到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村里的平静被粗鲁的打乱了--- 

 

（一）由抗争而产生的社区维权组织 

    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处于艰难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三农问题突出，

干群关系紧张，导致一些地方的农民不堪中国重负而上访。安徽南唐的农民合作社的杨云标

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997 年乡政府向村民的收费越来越多，买自行车要收费、卖猪要收费、种地要收费、

生孩子要收费、老人家去世要收费---一个乡亲一年要交 300 多元，而乡亲们人均只有一亩

耕地，种一季小麦，种一季玉米，风调雨顺时候一亩地除去化肥种子，可以收入 3、4 百块

钱，遇到旱、涝、病、虫等等灾害，种地能保住不亏本就很不错了。本地缺乏工商业让乡亲



们就业赚钱。而老人生病、孩子上学、衣食住行都要花钱。许多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

村里只留下 38、61、99 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干部征要各种各样的费用，乡亲们没

有钱交，乡村干部就牵猪搬粮，有时候还动用地痞流氓、司法力量强行收费。于是，一个个

的乡亲开始了上访维权的苦难生涯--- 

1998 年开始，乡政府对上访的乡亲们的打击更加严重，许多上访乡亲被抓、被罚、被

打。我们开始一家一户的动员乡亲们一起联名、一起募款。维权代表去北京上访、给国家各

个涉农部门写信。我们的努力让省委开始关注我们反映的问题，并派出省委督察组到我们村

督办。随后，市委对我们村问题给予了“严重”的处理。村长、村支书被撤职，乡长、乡书

记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样的处理结果引来了周围的 6个村的上访乡亲，他们每个人都是

一部苦难的历史。记得我们邻县的一个姓姚的大姐，她 7次去北京上访反映村干部的腐败问

题，受尽了嘲讽、打击。他们希望能得到我们的帮助。 

2001 年 3 月 7 号，我们成立了一个“农民维权协会”维权协会章程提出：理性维权、

文化启蒙、科学致富。但当时主要还是做维权的活动，大家觉得团结起来可以互相支持、更

有力量。这就是南塘村社区组织的起源。 

 

（二）以文艺促进参与——成立妇女演出队和老年协会 

到 2003 年的时候，维权协会取得了一些成绩。通过集体合作维权的方式，获得了政府

的重视，其中也促使部分政府官员把多收的钱给退了回来，部分维权代表还当选了村干部。

但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但参加维权的人数不是越来越多，反而越

来越少。在跟维权骨干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长期的维权、抗争，给大家生活带来了很大

的恐惧和不安，以至于大家都感到身心疲惫。那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维权骨

干们提出了以“文艺”促进“参与”。记得很清楚，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以文艺促进参与，

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 

口号易喊，但是做起来相当难。我们找人来唱歌来跳舞，大家扭扭捏捏，没有人愿意。

土地分产到户后，村庄的集体活动、公众活动就很少了，乡亲们都不习惯在人群面前唱歌跳

舞。维权骨干一起开会商量怎么办？大家认为村里原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宣传队的五

六十岁的老人家，他/她们在毛泽东时代受过文艺训练，有一定的文艺特长，懂乐器、懂唱

法，有走街串户的演出经历，我们可以去找这些人。 

经过大家努力找到了七、八个，他/她们也表示很留恋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愿意出来

唱。通过这七八个老同志排练，吸引了许多乡亲观望，可以感觉到大家也想参与，也想表达，



但不好意思。我们就主动拉她们参与，开始她们也不好意思，参加几次就渐渐自然了。而且

越跳越开心。很快我们组织了一支 25 人的妇女演出队。大家热情很高，我们又开展了“农

民文化周”活动，其中一个节目是百人扭秧歌，气势非常大，锣鼓喧天，乡亲们精神抖擞一

起扭秧歌。阜阳电视台进行了现场采访，对大家鼓励很大。 

在百人秧歌活动中，我们发现乡亲们在欢快的气氛中，所唱的歌词，很多是批判的内容。

如：“阜阳出了个王坏种，害得农民不安生------”。我们把我们的文艺叫着浪漫的现实主义，

这些都是乡亲们自己创作、自己编剧、自己演，演自己的生活。 

我们文艺宣传队通过私人关系，找了朋友，参加了当地的三合庙会、胡庙庙会、程集庙

会---我们拉起了条幅，打着彩旗，锣鼓喧天，宣传我们团结精神。庙会上有 2 万人。大家

都追着看我们的节目。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这一刻，我们能在几万人面前表达自己，展现自

己，我们成为农村最大公共聚会的表演者，成为主角。文艺队员参加了庙会之后，都成了当

地的名人。她们走亲戚、赶集上街时都会有人跟她们打招呼，夸她们唱得好，她们也感到很

自豪。 

演出队中不少中老年妇女的儿子都出去打工了，要操劳很多农活，她们身体原本很糟糕，

参加活动后，精神明显好了很多，精神好了、身体也好很多。赵军霞、邢彩英两位老人晚景

都比较凄凉，参加活动后，精神、身体好了很多。身体好了，地也种好了，收成也增加了。

我们说，人的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它不仅仅带来了精神的快乐，也带来了生

产的变化。 

 

（三）多样的需求产生多样的社区小组织——老年协会的温柔革命 

随着文艺工作的开展，我们又把村里的老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年协会”。我们老年

协会做的工作是评选“十佳儿媳妇”，这是根据老人的需求而开展的。以前村里是公公、婆

婆欺负儿媳妇，现在是儿媳妇欺负婆婆。一旦家里有这种纠纷，我们去劝儿媳妇，她就会说

这是她家里的事，与你有啥关系呀。例如：我们村有一位儿子打她妈，村里解决不了，派出

所也没办法介入，如果派出所真把儿子给拘留了，儿子出来之后，往往对父母更糟糕。老年

协会通过评选“十佳儿媳妇”活动，来改善婆媳关系。我们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给好儿

媳发奖状，送红花。我们直接到村里搞颁奖仪式。在这中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

给好媳妇颁奖的时候，不孝顺的媳妇不来围观。为什么她们不来看呢？因为当很多人围观时，

很自然就形成了社区舆论，大家在表扬哪个儿媳妇做得好时，同时也就批评了不孝顺的儿媳。

这个活动开展之后，我们明显感觉到好多儿媳妇有了很大变化，我们把它称为“温柔的革命”。



我们这个活动只是敲敲锣、打打鼓、送送红花，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只夸奖好的，不批

评不孝顺的，却带来人们内心的变化。 

 

（四）以参与促进合作针对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 

1、乡村建设学习班 

一次庙会演出，庙会筹办方给我们 300 元演出费，给演出队员分钱时候，一个文艺队员

认为自己贡献大应该多得，大家觉得大伙都很努力，不应该多得，为此还闹得大家很不高兴。

这件事促成我们组织了第一个学习班。学习班上大家讨论说，以前村里人都很“傻”，帮助

别人干活都不留姓名。现在人太聪明了，聪明到只想着自己，不再想大家。我们要想把家乡

建设好，我们需要变得傻些。不但想自己，还要想别人，想大家。后来我们把第一个学习班

叫“傻子学习班”。 

2、“主人学习班” 

中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在学习班上，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农村最

缺什么？”头脑风暴之后，有人说缺钱、有人说缺技术、有人说缺市场。我们发现，认为“缺

少好的领导人”这个答案最多。理由是“干好干不好，关键在领导。”接着继续问：“为什么

会缺好的领导人？”讨论同样非常激烈。我们问大家，村里善良、又很有能力的人，他们为

什么没有成为我们的领导人。大家认为“没有好领导人，是因为缺少民主。”如果有了民主，

就可以选出好的领导人，把这些善良的、有能力的人选作我们的领导人。随后我们又接着讨

论：“为什么缺少民主？”“因为我们缺公民。”公民是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如果大家都

不表达自己的意愿，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就不会有民主。再接着问：“为什么缺公民？”

“因为我们缺公共生活、群众生活，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关起门在家里过自己的小日子，

没有公共生活，没有公众舆论，没有公民意识，怎么会有公民？没有公民怎么会有民主？没

有民主又怎么会有好的领导人？我们现在做的妇女文艺宣传队、老年协会就是试图在村里建

立新的公共生活。有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队，有了公共的生活、就有了我们的公民意识。 

 

（五）以合作促进发展——成立农民合作社 

文艺活动持续一年之后，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大家蹦蹦跳跳搞个演出，确实能让人很

振奋、很高兴。但是时间一久，大家热情消减，因为它不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能改善

生产。大家说：“如果合作能改善一下我们的生产就更好了。”接下去该怎么办？那时候，我

们刚好从一些去我们村调研的人、采访的人了解到“合作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于是就在



04 年 4 月成立了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跟文艺活动不一样，需要大家拿钱入股，成为组织的正式一员。很多人在犹

豫：“包产到户几十年了，大家一直都是自己干，不也挺好的；以前的合作社把农民搞的多

惨。”我们开始启动时候，只有 12 户人入股参加。我们又开展了一个学习班。大家讨论为什

么要办合作社？当时我们举了一个购买化肥的例子：一袋化肥在北京生产，出厂价为 50元，

卖到安徽之后可能就是 60 元，卖到阜阳市可能是 70 元，再从市里卖到县里就要 80 元，最

后卖到农户手里就变成 100 元。如果合作社成立起来，自己去买化肥，从市里直接买，减少

中间环节，70、80 元就能买到，一袋能节省 20、30 元。再者单家独户去买，再租车去拉，

成本非常高，也不合算。我们集中去买，可以节省很多。举这个例子引起大家共鸣。学习班

之后，入社的达到 40、50 户。 

一年后，我们又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与政府合作，试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07 年 7 月 2 号我们在颍州区工商局依法注册。08 年底，我们在省农业开发局申请了一

个农业开发综合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以往都是通过中央财政一层层下拨，最后找一个乡

政府合作，建桥、修路、打井。农民不参与。虽然农民是受益者，农民积极性不高，而且意

见很多，有时甚至反对。07 年底安徽省做了一个试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专门拿出一部分

资金直接与合作社合作，让农民通过合作社直接参与工程规划、工程招标、质量监督、工程

设施的管理。全省选了四个合作社，我们是其中一个。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执行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打井 17眼、配套灌溉机械 17 台套、修

柏油路 1.6 公里、修涵桥 70 座、疏通水渠 4000 米、植树 4000 棵。为了项目顺利实施，我

们合作社开了 20 多个现场会议、动员了 1000 多人次的劳动力投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

和政府面对面的合作，让政府重新认识了我们，改善了和政府的关系。 

 

二、 组织建设——解决机构的官僚化问题 

 

通过上面的活动开展，入股的会员增加到 300 户左右。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机

构的官僚化。以前合作社只有 30 多户时候，大家关系都非常亲切，理事会、监事会成员都

能给社员提供面对面的亲切的没有距离的服务，到了 300 户时候，我们发现不行了，人多了，

理事会的成员更多是在办公室里用电话办公，远离群众。另一个问题是骨干没有成长。30

多户时候是 20多个骨干，到 300 多户的时候骨干还是 20多个。每年新参加的成员，很难进

入骨干核心团队，虽然一些新人很有能力，也参与了组织活动，但是所有的职位都满了，很



多能人进不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将 300 多户分为 11 个互助小组，

各互助小组都有自己的小组管委会。互助小组管委会负责小组的日常服务和组织建设。但这

样一来，就把原来理事会的部分权力分散、下放到各互助小组了，所以，当理事会讨论这个

机构改革方案时候，方案受到很大反对。第一次改革方案，就这样“光荣”的失败了。 

巧合的是，2008 年 1 月份我们申请国际小母牛扶贫项目，该项目有一个要求：必须以

小组形式运作，并且每个小组不超过 20 户。当时我们非常想获得这个项目，所以再次把改

革方案拿出来讨论，借此机会划分了 11 个小组，方案获得勉强通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我

们的改革方案公布不久，小母牛扶贫项目因为金融危机又不能跟我们合作了。 

划了 11 个互助小组，每个互助小组选举了五个负责人组成小组管委会，合作小组都是

一个个小的村庄草根组织。我们就在 11 个互助小组里面开展三大建设——组织建设、文化

建设、经济建设。 

刚开始搞组织建设时候，乡亲们搞不清楚“组织”是什么意思，大家没有这个概念。我

们就说，“组织”就是“三个一”：一群热心人成立了一个互助小组，去做一些好事。 

大家又问：做什么好事呢？好事就是：大家唱唱歌、打扫干净村里环境卫生、帮助村里

困难的人家等等。我们就这样先推组织建设，再推文化活动，最后再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

到现在还没干成。 

我们从梁军老师那里得到很大启发，推动组织建设的“三步走”由“抱着走”到“扶着

走”最后是“放开走”。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放开走”这一步，期望各个互助小组能早

一点自己走。 

 

 

三、 合作社的变化 

 

2008 年以来，合作社有很多新的变化：建了手工高粱酒坊；小额资金互助重组；新建

了 2层办公楼房；有了全职的青年工作团队…… 

这些变化与合作社引入了本地农村能人的参与紧密相关。例如，高粱酒坊的负责人就是

我们当地很能干的致富能人，资金互助的监事会成员有：当地医院院长、小民营企业老板、

村干部等在当地有社会资源的人。 

农村能人的参与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团队内部处理好维权

时一直参与的老骨干和这些新骨干的关系。老骨干认为是自己“打下了江山”，凭什么让这



些新人参与到合作社的核心管理。新骨干认为老骨干缺乏新的市场、社会开拓意识，没有能

力把合作社更进一步发展。双方心里都不服气。 

我们开老骨干的会议，一起讨论确认老骨干“打江山”的历史成就，也分析老骨干在合

作社进一步发展中的劣势，要看到新骨干在合作社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新骨干进

一步发展合作社，老骨干“打下的江山”就没有意义。我们开新骨干的会议，告诉新骨干如

果没有老骨干“打下的江山”就没有今天发展的基础。我们同时安排老骨干和新骨干的聚餐、

公园游玩，给新老骨干创作沟通和交流的机会。现在，合作社新、老骨干可以和睦相处，团

结的很好。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新的骨干怎么接受和认同合作社十多年来形成的文化和传统。

新骨干认为我们只要赚钱发展经济就好了，没必要搞文化、社区服务和维权的工作。而合作

社的老骨干就是从维权、社区文化、社区服务开始进行家乡建设的。为此我们开展了：建设

合作的丰碑、团队合作毅行、九九重阳节慰问社区老年人、资金互助团队统一工作服装、骨

干团队一起去北京参加打工春晚演出等活动。 

尤其是建造合作丰碑的过程：首先，我们一起讨论设计丰碑，大家一起梳理合作社的

13 年历史，讨论哪些是值得铭记的精神、文化、传统、教训……很多新骨干说“我还从来

不知道原来合作社发生过那么多的事”。 

合作社为建造丰碑募款时，很多新骨干都积极捐款，我们把募款用一张大红纸公示在合

作社活动大厅，很多人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      

立碑时，新老骨干一起捡砖头、挖土、抬石狮子…… 

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制作了 10 多分钟的视频，用 100 多张照片把合作社 13

年的历史一一呈现，近百人在视频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合作社的痛与乐…… 

揭碑代表是二位老人家，在合作社一路风雨走过了十多年，他们在合作社踏踏实实，任

劳任怨。 

北京新工人艺术团和大家一起合唱了“合作互助歌”，合作社负责人作了致辞，感谢了

十几年来为合作社做出努力的人们，合作社理事长一字一句、清晰而大声的读出几十个骨干

的名字，也读出了一些因为合作社内部分歧而离开合作社的名字，并感谢他们曾经为合作社

做出的努力，也读出了曾为合作社做出很多努力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的名字……也大声读出

我们合作社曾经内部的分歧、内乱的伤痛……揭碑仪式结束的时候有骨干手扶着丰碑泪流满

面…… 

我们的酒坊负责人唐志和说，参加了合作社两年，感觉自己变化很大，以前在家做生意，



老婆、孩子和工人都听他的，他是家长又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反对。现在合作社

工作，很多事都是大家商量，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开始还很不习惯，觉得合作社婆婆妈妈的，

做事没有效率，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有时候家里事，他也开始和妻子一起商量了。 

我们资金互助的一个新骨干，喜欢喝酒、打牌，玩世不恭。我们给他发了一个奖状，表

彰他为合作社做出的贡献。他把奖状拿给很多朋友看，脸上写满了自豪。 

2013 年 3 月，安徽省十大公益人物评选组委会，在二百多个推荐人选中，选出了二十

个候选人，合作社负责人杨云标也进入候选人名单，组委会来合作社走访时候，我们颍州区

民政局领导对组委会的人员说，杨云标他们合作社搞很多非法活动。组委会人员问民政局领

导合作社具体搞什么非法活动，民政局领导说不知道。这段有些荒诞对话就发生在 2013 年

的 3月，因为十四年前的维权活动，我们一直被地方政府的部分领导视为另类，视为维稳的

对象。有趣的是，这些说我们搞非法活动政府领导，从来没有到我们合作社来过。我想说的

是，我前面讲的合作社工作都是在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服务”之下完成的，所以，每一

小步的前进，我们都充满着骄傲，属于我们合作社人们的骄傲。 

 

六、组织的未来 

我们机构，从 10 年前一个单纯的农民维权组织，几经变身、摇摇摆摆、跌跌闯闯成长

为一个农村综合发展组织。机构人员构成、目标价值、治理结构都不段面临新的挑战。现在，

我们机构的核心骨干百分之八十都没有参加过机构早期的维权活动，大家希望通过机构发家

致富的期望很高。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改善，也让大家没有了抗争维权的动力。机构越来越多

的活动开展，也使机构运行的物质保障压力很大。发展生计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共识。我们现

在已经启动了三个经营服务项目，农资经营服务、小额资金互助服务、循环农业—绿色农产

品生产。希望这些项目可以改善我们机构生计的困境。这些工作的每一步都考验着我们与市

场打交道、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考验着我们的内部利益分配制度的构建能力。我们清楚，

现在的考验，远远大于我们维权抗争年代面对的压迫。 

 

【案例对话】 

董  琳：“好媳妇”标准，怎么把握？ 

杨云标：我们设置的标准是根据老年协会的意见考虑的，完全是道德标准：孝敬父母，关心

孩子，邻里关系好。考虑到在家里的成员都比较少，也没办法让大家投票，所以首



先由她们村的村民推荐候选人，拿到会议上大家再讨论，最后定出来。 

董  琳：协会与村委会的关系怎样？ 

杨云标：以前维权的时候，协会的骨干都是村委会干部。我也是村委会干部，不过现在不是

了。所以协会跟村委会的关系还是比较好。 

罗世鸿： 协会发展出来的小组从成立到真正独立是怎么样处理的？ 

杨云标：小组到现在还不是完全独立，我们不是把它完全分出去。在各自的社区里，他们有

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完全管它。但整个大的活动是集中到一起的。比如说一个领

导要到我们那去视察，我们就会给各个负责人打电话，把人集中到一起。再如十几

个组织还是通过合作社去集体采购化肥。我们每一个组都去看，有的好有的不好，

进度不一样。现在来看，比较好的小组，它们独立做事情的能力很强，自己搞社区

规划，自己挖鱼塘养鱼。比较差的小组，平常组织人都很困难，来的人也不多。 

杨  静：小组分出去之后，理事会存在不存在？ 

杨云标：存在，人也不少，只是理事会的工作变了。社区发展交给他们自己，理事会主要做

支持工作。比如说他们需要做培训，理事会就会去召集、组织。理事会管得事少了，

权利弱了。 

杨  静：基金会的工作呢？农民要投入那么多工来做这么多事情，他们全是义工，还是基金

会里有部分运作资金资助。 

杨云标：全是义工。特别有意思的是：比如我们建三层楼房，花了十个月的工期，完全是我

们自己建起来的，没有一个人拿钱。最多的时候，一次出工都要几十个人，少的时

候，也得十几个人。我们也想给大家发钱，关键是我们没钱，我们收入很低，所以

到现在还是不给钱，全部是义工。 

杨  静： 考虑到它的可持续性，这些人有怨言吗？ 

杨云标：少部分人会有怨言。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都在讲奉献精神，反而很多人都

觉得很正常，提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张  杨：经济建设要选择项目，干什么？有什么困难？  

杨云标：就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村庄的现实，大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项目。比如说做有机

农业，我们也做过，但不成功。梁大妈、郑冰大姐做手工艺品，但据我所知也有很

多做手工艺很糟糕的。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既能带动发展，又能兼

顾每一个参与者利益的项目。我们现在正在谈秸秆项目，废弃的秸秆燃烧之后，烟

特别大，污染环境。现在想跟热电厂合作，他们把秸秆回收过去，加工成一种燃料。



或者跟其他厂合作，加工成一种饲料，然后他们分给我们部分利润。但现在还不能

贸然投钱去做，因为风险很大。我们考察了以前跟他们合作的伙伴，算了一下，并

没有利润，因此还处于观望状态。其实我们做这个项目有很大优势，现在有 400

多户成员，有丰富的人力和秸秆。但是如果不赚钱，所有的优势就不是优势了。因

此，项目还在考察中。 

张  杨：你们 400 户应该不是在一个行政村范围了吧，整个合作社是几个行政村在一起合作

的。大家都知道，各个行政村都有自己的利益体系，如果合作社跳出一个区域的利

益范围之后，各个行政村利益有没有冲突？另外，选举或者说骨干产生的过程中，

是不是各个村都有成员在里面，或者是各个村委会都在里面。 

杨云标：开始有这个问题。比如说这几个人是一个村的，他们的关系肯定会走得近一点，就

像是大团队中的小团体。以前我们团队也会有成员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村的”，我

们很杜绝这种情况，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就会立即纠正说：“不是你们，是我们”。

现在好一点了，大家经常在一块儿活动之后会打破村与村之间的界限。虽然咱们三

个人是一个村的，未必咱们相处得最融洽。大家相处是靠“志趣相投”，而不是根

据村子来划分。 

李爱玲：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这两个机构有没有正式注册？ 

杨云标：合作社是去年七月份（2007 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7月 2日在工商部门注册

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是在银监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备案的。银监会也有一个规定，

如果达到他们的要求可以注册。现在我们也在想要不要注册，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杨  晖：没注册之前就干这个事了，经销商会不会告你们？ 

杨云标：当时经销商是联合起来告我们的，说我们没有注册，也不纳税，就在这儿销售。很

有意思的是当时维权的时候，我们跟工商局长打过几次交道，工商局长跟我们的关

系很好，非常支持我们，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会查我们。以前我们维权的时

候，困境主要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压力，现在的困境是来自于有利益冲突的工商户

的打压，以及资本方面的问题。 

罗世鸿：传统 NGO 刚进入社区的时候比较强调弱势和强势的区别，梁老师和郑冰在讲的时候，

几乎没有谈到强势、弱势，更多的是在谈合作，你们在合作是中如何处理的？这与

你们交流中谈到社区如何合作，不管是什么人。你们如何看 NGO 的手法？ 

郑  冰：我们在做的时候，也运用了很多办法。外来的手法，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村与

村之间都不同，我们比较随意，看哪个村适合哪个办法就用哪个办法，不可能用一



种办法适用于我们所有的社区。 

杨云标：不管是维权还是建设的，新的力量在村里崛起的时候，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不参

加的人都会对你有诽谤或者说误解，哪怕没有的事，他也会在背后说一些污七八糟

的话。我们的方法是：维权的时候，处理过很多村干部；后来，他们又要求加入我

们合作社。当时有会员反对，说我们处理过他，怎么现在要接受他呢。后来我们还

是接受了。其实打破一种平衡很容易，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弥合就困难了，需要智

慧和宽容。比如说我们接纳了他之后，他就不会再到处说我们乱七八糟的话。跟政

府部门也一样，一定要处理好独立和合作之间的关系。 

陆德泉：谈到合作，如何将有需要的人拉在一起？有条件去买化肥的为什么要参与？没有条

件去买的怎么参与？如何将不同兴趣的人拉在一起？如何将强势的、弱势的拉在一

起？ 

杨云标：人们对合作的需要不一样。比如说搞维权的时候，他就喜欢维权，这个时候他就加

进来了，当我们转到文艺的时候，他就不参与了。总之，我们通过维权、文艺、生

产发展等把不同合作需要的人都拉到了一个大团队中。在一个大的理事会下，会有

很多的小的工作部门，资金互助的、化肥的、文艺的、维权的都各有自己的部门来

满足他们的需要。 

李  俊：十年，从一群维权的农民发展到现在的合作社。当初，维权的时候，你们跟一级政

府肯定会产生矛盾，比如说乡政府，接着有一群骨干成了村两委的成员。现在你们

与乡政府的关系是什么？与村两委的关系是什么？ 

杨云标：跟村里基本上保持一种平行合作关系，相互支持，是一种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目前，

村子也变了，以前是 2000 口人，现在是三个村合在一块儿是 6000 口人，干部也做

了很大的调整。我们跟新的村两委关系比好。跟乡政府的关系，以前搞维权的时候，

乡政府非常对抗，我们也受到过处罚。不过，给我的感觉是乡党委书记换得非常频

繁，基本上一年一个。新党委书记上任时，都会请我们吃饭，跟我们聊一聊，但关

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和。目前关系还比较好，比如说十二月份跟郑冰大姐的会

议，乡党委书记还参加会议并致辞。 

毛刚强：那么多人无偿地做很多工作，没有拿到报酬。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收获了

威望，收获了快乐，体现了他的价值，这些可能都是一种收益。不只是说奉献，我们

做的工作对他们也是一种回报。如果只是经济增长的话，可能只是部分人会感到快乐。 

杨云标：以前我们做了很多公益性的，如维权、文艺。现在花很多力气找经济回报项目做。



但是很多参加合作社的人并不是奔着利益来的，他们在这里很快乐、能得到尊重。理

事会曾经讨论了很多次，合作社的工作与村委会相比，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

在于合作社里更容易得到平等、尊重。人的需要除了经济上的回报之外，也需要情感

上和价值上的认同。分享一个细节：别人在后面说三道四，有时候自己也很郁闷。但

快走到合作社时，就想不能阴着脸去，我就会活动活动脸上的肌肉，让自己变得很开

朗。我们尽量使大家所参与的公共活动都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我们做议事规则培训，

即通过会议的制度，让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保证平等参与。我们根据罗伯特议事规

则也定了自己的 15 条议事规则（应该怎样发言，不是让一人独占机会，而是所有人

都发言）。照片上可以看到我们发的一个奖，他们把奖状挂在房屋中间或是客厅很显

眼的位置，并且是一挂三年，这就意味着对于他们来讲，带来的更多地是精神上的提

升。 

 

 

选自（在地人形——农村社区组织工作探索） 

 

 

 

  

 

   



 

 

 
 

 

 


